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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巫、佛教与理学：宋元时期徽州地域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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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学在徽州支配性地位的形成，是社会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从北宋到南宋以及元代，徽州地域

文化的主体经历了从道巫到佛教再到理学的逐步转变。理学的优势地位，实际上直到元代才完全建立。

这种文化变迁的过程，一方面与东南地区整体文化演进的趋势相匹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地域社会与

中央王朝之间的密切互动，反映了徽州士绅精英的成长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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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理学是宋明以来徽州地域文化的主
要特征，是当地最具主导性的意识形态。①不过
我们还要看到，理学在徽州支配性地位的形成，
是长期文化竞争和历史演变的结果。在理学之
外，道巫传统和佛教文化，都曾经在徽州深具影
响力。

一、北宋徽州道巫的盛行

宋代是徽州进入中央王朝秩序的关键时期，
也是科举士大夫阶层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据南
宋罗愿淳熙二年 （１１７５）的 《新安志》，从北宋
太平兴国五年 （９８０）到宣和六年 （１１２４）的

１４４年间，歙州总共产生了１８８名进士。［１］卷８，３－１３

不过在当时人看来，北宋的歙州仍不算名宦辈出
的地方。王安石曾在嘉祐三年 （１０５８）提点江东
刑狱，对属于江东路的歙州的情况比较熟悉，他
称 “歙之为州，在山岭涧谷崎岖之中。自去五代
之乱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
［２］卷８９，３对外来守宰而言，歙州也并非易于管治之
地。宣和中 （１１１９－１１２５）葛胜仲任职休宁县
宰，被后代尊为一时名令，但他说，“某得邑黟、
歙，有汤镬最沸之称。投身于兵戈杀越之乡，斗智
于牒诉纷纭之地，心疲神竭，与九死为邻。”［３］卷３，１４

南宋初卫博在 《定庵类稿》中也记载：“至于徽、
严、衢、婺、建、剑、虔、吉数州，其地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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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民好斗，能死而不能屈。动以千百为群，盗贩
茶盐，肆行山谷，挟刃持梃，视弃躯命与杀人，
如戏剧之易、饮食之常。”［４］卷４，５实际上，北宋宣
和时期席卷睦州、歙州一带的著名的方腊 “起
义”，正间接印证了当时这一地区 “其地险阻，
其民好斗”的社会特征。

在文化方面，在北宋的初期，即便在精英士
大夫身上，也并不难发现从道巫世家转变而来的
痕迹。歙县的聂师道家族即是明显的例证。聂师
道是五代时期歙州著名的道师，曾被五代吴国主
杨行密请至广陵，尊为国师，号问政先生，其事
迹见载于宋初重要的道教文献 《云笈七籖》。“聂
师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聪淳直，言行谦
谨，养亲以孝闻，深为乡里所敬。少师事道士于
方外……事之辛勤十余年，传法箓修真之要。"
在绩溪山中，聂师道 “方采灵药，遽闻仙乐”，
后游道于南岳，从学于 “蔡真人”父子和 “彭真
人”，得延寿灵草，又学成降虎伏豹的本领。后
又出游九嶷山，求道于 “梅真人”和 “萧侍郎”，
得受 《素书》，并 “玉籍有名”。成为吴国的国师
后，聂师道 “居广陵三十余年，有弟子五百余
人。”卒于广陵时，“告弟子曰：‘适为黑帻朱衣
一符吏告，我为仙官所召，必须去矣。’顷之，
异香满室，云鹄近庭，若真灵所集，爽然言别而
化。”［５］卷１１３，２５０９－２５１６聂师道从孙聂绍元，也有着类
似的神异：绍元字伯初，母程氏始孕便畏荤，梦
天人指其腹曰：“此子当证道果。”长好文史，尤
精玄学。尝诣金陵受戒箓……久之，还问政山，
筑室号草堂，事母勤瘁，不交流俗，自号无名
子，世多以炼师称之。忽晨起沐浴，戒家人以伯
祖有训，宜世勤修炼，毋忘太上教。俄有四鹤集
于屋，有光自空而下，远望疑以为火，至则无
他，而绍元已化矣……尝撰 《宗性论》 《修真秘
旨》各一篇。［１］卷８，３０－３１聂师道祖孙在五代和宋初
的歙州已经俨然为神仙，罗愿的 《新安志》也的
确将之归入 “仙释”类。但他们同时也是真实的
人物，这种 “神人合一”的状况正是道师的特
色。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到了聂师道的五世孙，
在早已是翰林学士的聂冠卿身上，这种道师世家
的痕迹仍时有所见。《宋史》卷２９４ 《聂冠卿传》
载：“冠卿举进士，授连州军事推官。杨亿爱其
文章，于是大臣交荐，召试学士院，校勘馆阁书
籍。迁大理寺丞，为集贤校理……再迁太常博
士，复集贤校理……翰林侍讲学士冯元修大乐，

命冠卿检阅事迹。又预撰 《景祐广乐记》，特迁
刑部郎中、直集贤院……著 《蕲春集》，词极清
丽。”聂冠卿精于文辞、音乐和礼仪，其奉道世
家的身份在当时也广为人知。“（冠卿）奉使契
丹，其主 谓 曰：‘君 家 先 世 奉 道，子 孙 固 有
昌者。’”［６］卷２９４，９８１９－９８２０

在基层社会，同样也不乏神通广大的道巫。
苏辙在元丰中 （１０７８－１０８５）曾任绩溪县令，与
通灵的郑仙姑有所交往。苏辙 《龙川略志》记
载：“歙州郑仙姑之父曰郑八郎，学道者也，家
于歙之东岳庙前。家有一小阁，姑幼与父居阁
上，客至，父见客阁下，姑自上捧茶汤下，率以
为常，然人未尝见阁上有烟火。父死，敛棺中不
葬，姑言父非死也。如是数十年，未尝出城门，
人或见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灾福，以此歙人大敬
之。”郑八郎、郑仙姑父女应是当地所习见的又
一道师。苏辙以县令的身份与郑仙姑有一通问
答，其中涉及到双方对于佛和道的不同态度和理
解：予偶复谓曰：“姑家在岳庙前，庙中望水西，
山林极佳，姑亦尝至庙上否？”曰：“我道家，不
信神佛，未尝往也。”予曰： “道家不信神，可
也；如佛，与道何异？佛说 《般若心经》与道家
《清静经》文意皆同。”姑诵 《清静经》。予觉其
不习佛法，因问之曰： “经所谓 ‘五藴’，何物
也？”曰：“五行是也。”予笑曰：“姑未尝学佛，
而遽忽之，可乎？‘五藴’，则所谓色、受、想、
行、识是也。”姑默默而已。［７］卷１０，６２－６３郑仙姑的
修炼方法是通过诵 《度人经》保持童贞，并企求
最终达到 “婴儿”的状态而长生久视。而且她
“不拜神佛”，对佛教有着明显的排斥。苏辙的
《龙川略志》不仅记录了北宋徽州基层道巫的活
动，也提示我们在北宋的后期，佛教正在影响徽
州，并对原先的道巫传统产生了明显的竞争。

二、南宋徽州佛教的兴盛

《新安志》中记载了１３７座佛寺，其中绝大
多数兴建于唐末五代，在北宋时期，相当多的佛
寺又经过了官府的重新赐额。佛教的兴盛，最终
改变了徽州当地原有的地方信仰的方式。比如婺
源著名的五显崇拜即是一例。

五显原称五通，神主为萧氏。祝穆的 《方舆
胜览》记载，“五通庙，在婺源县，乃祖庙。兄
弟凡五人，本姓萧。每岁四月八日来朝者四方云

２３６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４３卷



集。”［８］卷１６，８因在后代影响日著，被不断加封。
“大观三年 （１１０９）三月赐庙额，宣和五年
（１１２３）正月封通贶、通祐、通泽、通惠、通济
侯……淳熙元年 （１１７４）进封显应、显济、显
祐、显灵、显宁公。”［１］卷５，１２－１３五通于是就成了五
显神。婺源王炎 （乾道五年 ［１１６９］进士）形容
五显神的显赫，“阖境之人，旦夕必祝之，岁时
必爼豆之惟谨。神之灵应，不可殚纪。”［９］卷２５，１３朱
熹淳熙三年 （１１７６）回婺源扫墓，也称 “某一番
归乡里，有所谓五通庙，最灵怪。众人捧拥，谓
祸福立见。”［１０］卷３，５３但王炎的 《上五显华严经疏》
也显示，当时的五显崇拜已经有了与佛教融合的
样式。一方面，“佛菩萨，凡有敷陈，虽天帝释，
悉皆谛听。”另一方面，“五显爵列真王，庇此一
方，恩如慈父。内行秘密，外示威权，岁有祈
禳，人俱敬信”。所以 “即梵宇修伊蒲之供，集
缁 徒 译 贝 叶 之 诠， 仗 此 良 因， 达 于 聪
听。”［９］卷２７，２５－２６开始在佛寺中供奉五显。

又如歙县岩镇的灵山院，原本为灵王庙，
“兹山有神，庙食其间，曰灵王。”但随着佛寺的
兴盛，“又有佛庐，居其麓甚古，而以灵山之名
扁其颜”，于是灵王庙变成了灵山院。［１１］２９３休宁
县南部颜公山上的全真庵也有类似情形。罗颂
《颜公山记》称：颜公山在休宁为著。 《九域志》
及 《新安志》皆云：“昔有颜公尝隐于此，后乘
风而去。”因是得名……山旧有公像。建炎庚戌
岁 （１１３０），浮屠人慧圆来结庵，则曰：“‘颜公’
云者，犹言 ‘远公’。志公尔，非必指其姓。”于
是塑其像如泗洲僧伽之像，而其称谓，亦如世之
所以尊僧伽者……为以全真名其庵。［１２］附，４在这里
早期类似道师的人物颜公被塑造成了 “僧伽之
像”。歙县城北的任公寺的情形也相同。罗愿
《梁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记》载， “城北四十里有
溪，旧号昉溪，其旁有村，号昉村。”因南朝太
守任昉曾在此流连而得名。“唐大中九年，刺史
卢公始改是溪曰任公溪，村曰任公村。”村附近
又有专门祭拜任昉的庙宇。“介其间有精舍，尚
号昉寺，寺之建莫详其始，中废日久。”到北宋
大中祥符初年， “僧如泰请于州，即旧址起废，
以承旧额。元丰元年 （１０７８）县移文命易之，揭

号任公，遵大中之教也。其后相继增葺，寺浸以
兴，为屋数百楹，其前为飞阁，尤雄。凡所以隆
其师、安其徒者，种种悉备。顾独未知为公
祠。”［１３］卷１１，１４－１５重建后的任公寺虽然还是以 “任
公”为名，但是任公祭拜已被除去。

佛教在歙州的兴盛还产生了科举士大夫与佛
教之间颇有意味的关连。南宋是徽州科举大兴的
时期，从建炎元年 （１１２７）到咸淳十年 （１２７４），

１４８年间徽州产生了４２０名进士。① 此时的士人
在获得科举成功之前，常常需要依靠佛寺得到读
书的环境。而与此同时，不少士大夫对礼佛也热
情甚高，很少怀疑礼佛与 “吾儒”之道之间有什
么矛盾。乾道五年 （１１６９）进士休宁县吴师礼，

就读于颜公山全真庵，“尝寓其庵，以肄业而登
第。”［１２］附：４休宁首村朱权也就读于此，在其上
“手编诸家易说，凡百余万言，作为文辞，自成
机轴。淳熙庚子 （１１８０）秋试，遂魁乡荐。十四
年，登进士第。”［１４］卷１５，７朱权之侄朱申和从侄朱
况也同样 “效其叔之为者”，［１２］附，４分别于绍熙元
年 （１１９０） 和 庆 元 二 年 （１１９６） 得 到 进
士。［１５］卷６，１３祁门县方岳之岳父汪清英，乾道七年
（１１７１）乡贡进士，虽然未得高级功名，但也曾
在佛庐中苦读。“霜晨雪夕，拥黄纟由被披吟，益
悲 苦。 僧 或 为 束 缊 火 蓺 松 钗， 辄 摇 手
却之。”［１６］卷４５，２

科举士人对于佛教的态度常常也比较亲近。

乾道九年 （１１７３）徽州郡城城阳院的五轮藏落
成，淳熙二年 （１１７５）罗愿写 《徽州城阳院五轮
藏记》加以表彰。“佛氏之书载以五轮，此役之
巨丽者也。以吾州人之勤于力，今歙县南所谓城
阳院者，迺亦有之。”不仅赞美佛书的广博与经
藏的精美， “今是书踰五千卷，藏之者又如此，

独不为伟乎”，而且赞美经营此事者的美德，“宗
仁御众以律，能使其徒皆乐事劝功，而智海尤坚
忍，至以医道走四方用佐费，所以能鼓舞斯人而
与之为其难者。”［１２］卷３，１７－１９罗愿之弟罗颂为歙县
江祈院写记，认为 “浮屠氏之道即吾儒所谓一以
贯之者”。又认为 “今之士大夫”应该取法寺
僧，" 内信所挟，不以法俗分别为轻重，卓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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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 《新安志》，南宋建炎元年 （１１２７）至淳熙二年 （１１７５）间徽州共有进士９９名。见罗愿 《新安志》卷８ 《进士题名》，第

１３－１７页。从淳熙二年以后 《新安志》的资料即付之阙如。兹根据明弘治十五年 《徽州府志》补足淳熙二年至咸淳十年 （１２７４）之
间的部分。见彭泽修、汪舜民纂 《徽州府志》（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影印明弘治刊本，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１年版），卷６ 《选举》，第

１２－１９页。



所立于世。" ［１２］附，８－９绍熙四年 （１１９３）进士程珌
为歙县黄坑院写记称：“我闻西方有智人，甚仁
且刚，拓跋自立，欲驱六合内外，皆一信善。其
说茫洋阔大，而卒不可泯绝者，吾儒之道实行乎
其中也。”［１４］卷１１，１１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到佛教对南
宋时期的徽州的深刻影响。

三、南宋徽州理学的兴起

南宋也是朱熹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及其理学在徽
州逐渐发生影响的时期，只是直到朱熹去世之
前，理学对徽州士大夫的影响仍比较有限。

接触朱熹理学最早的是与之有乡亲之谊的婺
源士人，而淳熙三年 （１１７６）朱熹回乡省墓又是
一个重要的机缘。最早接触理学的士人中，最重
要的是程洵。程洵之父程鼎是朱熹父亲朱松的妻
弟，朱熹曾写 《韩溪翁程君墓表》简述程鼎的生
平，称其 “为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饰。好读左氏
书，为文辄效其体，不能屈意用举子尺度，以故
久不利于场屋。家故贫，至君益困……无以卒
岁，而君处之泊如也。”程洵本人也仕途坎坷，
“有子曰洵，好学而敏于文。君奇爱之，曰：‘是
足以成吾志矣’。既又屡荐不第，今乃以特恩，
授信州文学，识者恨之。”［１７］卷９０，１１－１２同时的婺源
王炎也称程洵 “早列荐书、晚缀仕籍，素所藴
蓄，不获见于事业，而惟寓于其文。”［９］卷２４，２６程
鼎、程洵父子都颇不得志于科举。而程洵对于理
学的研习却相当热心。

朱熹文集中有十余封 《答程允夫书》，即是
与程洵的通信。从中可以看出程洵如何在朱熹的
指导下逐步去了解性理之学的含义。程洵和朱熹
论学，一开始将苏轼和程颢并提，朱熹告诉他这
两者各是文章之学和义理之学，根本不同。将两
者并提是 “未得其门而入”。［１７］卷４１，１０并告诫程洵
不要为苏轼文辞的华美所炫，“吾弟读之，爱其
文辞之工，而不察其义理之悖。”而真正的义理，
“无声色臭味之可娱，非若侈丽闳衍之辞、纵横
捭阖之辨，有以昡世俗之耳目而蛊其心”，需要
“洗心涤虑，以入其中，真积力久”，才能 “卓然
自见道体之不二，不容复有毫发邪妄杂于其
间”。［１７］卷４１，１２

朱熹又通过对程洵一系列读书札记的批改，
使其对一些关键的理学概念有所辨析，尤其是使
其能区别佛家所讲的义理和朱熹所讲的义理的差

别。关于 “道”，程洵认为： “朝闻道夕死可矣。
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际，不可以容伪。非实有所
悟者，临死生未尝不乱。闻道之士，原始反终，
知生之所自来，故知死之所自去。生死去就之
理，了然于心，无毫发疑碍。故其临死生也，如
昼夜，如梦觉，以为理之常。然惟恐不得正而毙
耳，何乱之有。学至于此，然后可以托六尺之
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朱熹批
驳称：“此又杂于释氏之说。更当以二程先生说
此处，熟味而深求之。知吾儒之所谓道者，与释
氏迥然不同，则知朝闻夕死之说也。”［１７］卷４１，１５－１６

可见，程洵杂糅了佛家和理学两种价值观，基本
上是从自然论的角度来说明生死的不可怕。生死
就如昼夜的消长，如梦醒觉一样，明白了这样的
道理就可以不惧生死，就可以得道。但朱熹所阐
明的 “道”恰恰不是一个自然消长的过程，而具
有恒常而超越的特点。所以朱熹说程洵是 “杂于
释氏之说”。

关于 “性”，程洵认为，“身有死生，而性无
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死生，鬼神之
理。非穷理之至，未易及。”程洵的本意在说明
“鬼神”之理不可求，是古典儒家 “敬鬼神而远
之”的意思。但是朱熹认为， “如此所论，恐堕
于释氏之说。性固无死生，然 ‘性’字须子细理
会，不可将精神知觉做性字看。”［１７］卷４１，１５因为按
照程洵的说法，容易将 “性”看成是佛家所说的
“知觉”，仅仅强调 “性” “不灭”的一面。而在
朱熹看来，理学所讲的 “性”，虽然也具有恒常
的特点，但是并非普泛意义上的 “知觉”，而具
有强烈的目的和道德，即理学所讲的 “性”，不
仅 “恒常”，而且 “至善”。关于 “善”，程洵认
为 “可欲”即 “善”，即值得追求的东西就是
“善”。“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朱
熹认为，这个说法有简单化的嫌疑。“盖只可欲
者，便是纯粹至善自然发见之端，学者正要于此
识得而扩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则已是扩充之
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１７］卷４１，１９其缺陷是忽
略了 “工夫”在成善过程中的作用。关于 “鬼
神”，程洵注意到朱熹吸收了张载的观点，用
“气”的变化来解释鬼神。他说：某向尝蒙指示
大意云：“气之来者为神，往者为鬼。天地曰神
曰祇，气之来者也。人曰鬼，气之往者也”。此
说与张子所谓 “物之始生，气日至而滋息；物生
既盈，气日反而游散。至之谓神，以其伸也；反

４３６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４３卷



之为鬼，以其归也”之意同。近见兄长所著 《中
庸说》，亦引此义。但是，程洵也敏锐地觉察到
了朱熹所讲与张载的不同之处：“张子所谓物者，
通言万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则所
谓物者，如 《易大传》言 ‘精气为物’之 ‘物’
尔。若通言万物，则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终
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气为
物’，向亦尝与季通讲此，渠云： ‘精气为物者，
气聚而为人也。游魂为变者，气散而为鬼神也’。
此说如何？”［１７］卷４１，３１在程洵看来，张载强调鬼神
是一个由气所构成的对象，即具有物的特性，但
又非一般的物。而朱熹则强调鬼神仅仅是一种气
化的功能。这里面存在着差别。程洵引用友人的
说法，在观点上还是偏向于张载，倾向于将鬼神
理解为一个外在的对象。但朱熹回答： “《易大
传》所谓物，张子所论物，皆指万物而言。但其
所以为此物者，皆阴阳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
体物而不可遗也。所谓气散而为鬼神者，非
是。”［１７］卷４１，３１在朱熹看来，不论是万物还是鬼神，
都没有区别，都是气的聚散离合。这实际上就表
明，鬼神只是一种功能，而不是一个对象。

朱熹的这个观点恐怕还很难为程洵所接受，
因为在当时的徽州，右鬼尚巫的风气很盛。淳熙
三年朱熹回婺源省墓，说：“新安等处，朝夕如
在鬼窟。”［１０］卷３，５３用气化的观点来解释鬼神，对程
洵来说，当然颇有难度。

程洵对于理学的认识在后期有所改变。在另
一封信中，程洵已经能够辨认什么观点是贴近佛
家。程洵称：“张子曰：‘天性在人，犹水性之在
冰。凝释虽异，其为物一也。’观张子之意，似
谓：水凝而为冰，一凝一释，而水之性未尝动。
气聚而为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尝动。此所
以以冰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极其说，恐未
免流于释氏。”程洵这里自觉地区别了理学与佛
家的观念。他认为张载的论 “性”，更多地强调
了其变而不化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 “性”一方
面具有善的特性，另一方面又有天命之性和气质
之性的区分。程洵的这个分梳得到了朱熹的许
可，认为 “横渠之言诚有过者”。［１７］卷４１，３１

不过总体而言，朱熹还是认为程洵虽然在道
理上理解了理学，但仍然缺少践履的工夫。朱熹
说：“每与吾弟讲论，觉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
费力，见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却玩味践履功
夫。故此道理，虽看得相似分明，却与自家身心

无干涉，所以滋味不长久。纔过了便休，反不如
迟钝之人，多费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远。此
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词一义之失也。”［１７］卷４１，３４

当时与朱熹有交往的婺源士人，还有李季
札、滕璘 （淳熙八年 ［１１８１］进士）、滕珙 （淳
熙十四年 ［１１８７］进士）兄弟等人。与他们相
比，程洵已经是对义理最留心的一个。其它如滕
璘，虽然 《朱子语类》中由滕璘记录的条目多达
百余条，所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几乎涵括朱
熹理学的各个方面，正文中亦有多条为滕璘与朱
熹的对话，但滕璘在论学方面远不如程洵深入。

滕璘对佛教颇为热衷。曾问朱熹， “人生即
是气，死则气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间人为
恶，死若无地狱治之，彼何所惩？”朱熹回答，
“吾友且说尧舜三代之世无浮屠氏，乃比屋可封，
天下太平。及其后有浮屠，而为恶者满天下。若
为恶者必待死然后治之，则生人立君又焉用？”
滕璘又问，“尝记前辈说，除却浮屠祠庙，天下
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朱熹答，“自浮屠氏入中
国，善之名便错了。渠把奉佛为善，如修桥道造
路犹有益于人，以斋僧立寺为善，善安在？所谓
除浮屠祠庙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于彼，自
然 孝 父 母、 悌 长 上， 做 一 好 人， 便 是
善。”［１０］卷１２６，３０３３滕璘又说， “以拜佛，知人之性
善。”朱熹反讽说，“亦有说话。佛亦教人为善，
故渠以此观之也。”［１０］卷１０９，２６９８朱熹最终认为 “德
粹 （引者按：滕璘字）毕竟昏弱”。［１０］卷１１８，２９４２

总括而言，虽然在淳熙时代，朱熹因为与婺
源有着乡谊亲缘的关联，当地的士人有机会接触
到理学，但他们对朱熹理学的理解并不深入，在
义理方面的探究也比较薄弱。嘉定五年 （１２１２），
朱熹 最重 要的 著作 《四书 集 注》被 列入 学
宫，［１８］卷８，４－５标志着朱熹理学在南宋完成了由
“伪学”到 “正学”的转变。在随后的五十余年
间，朱熹本人的地位不断得到尊崇。绍定三年
（１２３０），朱熹被追赠太师，封徽国公。诏文称，
“载 赐 嘉 名，爵 之 父 母 之 邦，位 以 公 师 之
品。”［１８］卷１０，２虽然朱熹本人出生于福建尤溪，但徽
州作为朱熹的 “父母之邦”的身份在此得到了正
式的确认。因应王朝对于朱熹的敕封，淳祐六年
（１２４６），徽州守臣韩补 “徙朱子祠于江东道院旧
基”，建立 “紫阳书院”，宋理宗并为之御书额
匾。宋亡前夕的咸淳五年 （１２６９），宋度宗还赐
封婺源为 “文公阙里”。［１９］卷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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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朱熹身后的政治地位得到尊崇，理学逐
渐走向正统。徽州当地的士大夫对理学的熟悉程
度也逐渐加深。淳祐二年 （１２４２）即将致仕的监
察御史吕午为同乡儒学士大夫程若庸 （号勿斋，
咸淳四年 ［１２６８］进士）编订的 《增广字训》写
序称：“某东奔西走，每欲以是与四方朋友是讲
是究，讵意趋向之正，问学之深，近在乡邦。”
认为朱熹对于 “心、性、情”等概念的解释精确
明白，“昭若日星”。［１１］２７８而到了南宋末期，在曾
任职史馆编校的绩溪士人汪梦斗的眼中，理学已
经成为儒学的正宗。宋亡之后第二年 （至元十四
年，１２７７），绩溪县学被毁尚未恢复，汪梦斗即
以自己的祖居西园权作县学为诸生开讲。特选
《复其见天地之心》为题，以理学中的 “复心”
观念发挥从乱世可归太平的理想。汪梦斗告诫诸
生，时代动荡、新旧交替之际，往往也是儒
“道”黯淡之时：“天地之心不见于显然之时，而
隐然见于杀气之中，此是生物之几……虽若不可
见，而实可见者也……诸君徒伤世道之否，宇宙
闭塞、贤人遯藏、万象萧条，鄙诗书如故纸，唾
礼乐为何物。将谓四教可废、五常可泯、六经可
弃，儒业摈于不用矣。吾道剥蚀，不殊穷冬。”
但这种危机时刻，其中仍包蕴着昂扬的生机和复
兴的希望。“毋谓时不尚文，时未及学，遽自以
为吾道不振，儒不足贵，甘于自暴自弃也……吾
道乃人生日用常行之道，斯民共由之而不知者，
本无晦明，本无绝续。时若晦矣，而晦之中自有
明之几；时若绝矣，而绝之中自有续之几。若于
其几见得分晓，便足以见天地之几。既见得此几
是天地阴騭斯文之心，便当于其若晦者，明之使
愈明；若绝者，续之使愈续。以仰副天地生物之
心，则吾道将如冬至之复而春。”［２０］卷下，３－４汪梦斗
以天道论及心性，又由心性论及政治，体现出在
乱世中重建秩序的用心。

显然，对于相当一部分士人来说，在此时的
徽州，朱熹的理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部的思想资
源，而逐渐成为其知识世界的组成部分，同时，
理学中的若干原则也已开始产生了现实的意义。

四、元代徽州理学的传播

进入元代，理学才真正在徽州产生支配性的
影响，其中有着理学思想史内部的演变逻辑，也
有着社会环境变更的重要作用。

元朝从至元十三年 （１２７６）统一江南，到延
祐元年 （１３１４）重开科举，之间有近半个世纪的
科举停废时期，这使得众多的徽州业儒者失去了
晋升的通道。即使重开了取士之路，仅就元代延
祐之后的十六科科举而言，其所选进士人数中，
原南宋所在地 （江南）的录取配额也极为有限，
大约只相当于南宋旧额的５％，而徽州所在的江
浙行省更低于这个比例。［２１］５７３－５７５有元一代，徽
州只有２３人通过了乡试，其中又只有５人成为
了进士。［１５］卷６，２０－２１业儒出路逼仄，促使不少儒者
另谋出路，或经商，或转为阴阳术士，而对于那
些仍然业儒者来说，作塾馆的师儒则成为最重要
的一种职业选择。在元代的徽州，乡村师儒人数
众多，他们长期在基层进行启蒙性的理学教育，
无疑大大加深了理学在地方社会的传播。这些师
儒中最知名者当属休宁陈栎和婺源胡炳文。

陈栎 （１２５２－１３３４）出身于寒微的儒者家
庭，幼年时即从祖母吴氏口授 《孝经》 《论语》
和 《孟子》，７岁即跟从父亲出入馆塾，１５岁即
“束父书以出”，正式开始其师儒的生涯，一直到

８３岁去世，时间长达６８年之久。［２２］卷１５，５－７陈栎
并非不留心科举。南宋咸淳九年 （１２７３），陈栎
年２２岁 “始就方州，试以 《书经》，以待补选”，
开始其进入科举之前的准备活动。但是两年之后
的德祐元年，科举即废，通过业儒入仕的通道已
经被封。在当了４０年的师儒之后，元代延祐元
年 （１３１４）恢复科举，陈栎即赴江浙行省参加乡
试，以 《书经》登第，最终却未能参加第二年在
大都的会试。已达６３岁的陈栎，晚年亟欲以乡
试进士的身份就近获得教职。在 《上许左丞相
书》中，陈栎向上司表示，希望 “任紫阳书院山
长，或任徽路学学正，使得以朱子之学迪后进，
以续紫阳之灯”，［２２］卷１０，４在 《上秦国公书》中也期
望 “除栎一泮水近阙”，［２２］卷１０，５－６即就近获得一个
学官，但最终都未能如愿。在长达６０余年的师
儒生涯中，陈栎的教学地点相当固定，基本不超
出休宁县的范围，其中在詹溪程氏家中作馆８年
（１２７６－１２８３），而在珰溪金氏的家中更长达１６
年 （１３１４－１３２９）。在此期间，陈栎编纂了大量
启蒙性的理学著作。至元二十三年 （１２８６）陈栎

３５岁，写成有关礼服制度的 《深衣说》，这是陈
栎著述活动的开始。大德三年 （１２９９）编成 《论
语口义》，大德七年编成 《书解折衷》，八年编成
《中庸口义》。至大三年 （１３１０）开始编注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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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皇庆元年 （１３１２）编成 《礼记集义详解》。
延祐三年 （１３１６）编成 《书经蔡传纂疏》，四年
编成 《四书发明》。［２２］年表，３－６对于自己的这些著
作，陈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他说自己的
《论语训蒙口义》一书 “抑不过施之初学，俾为
读 《集注》阶梯，非敢为长成言也。”其起初编
订的原因只是出于教学的方便：“栎沉酣 《四书》
三十年余，授徒以来……遇童生钝者，困于口
说，乃顺本书、推本意，句释笔之。其于 《集
注》，涵者发，演者约，略者廓，章旨必揭，务
简而明。旬积月累，累以成编。”［２２］卷１，５－６而其它
类似的作品如 《读易编》《书解折衷》《诗句解》
《春秋三传节注》《增广通略》《批点古文》多种，
性质都相同，主要都是在帮助修习者更好地理解
程朱理学。

胡炳文 （１２５０－１３３０）的情况与陈栎颇为相
似。元人汪幼凤 《胡云峰炳文传》详细记述了胡
炳文的事迹，该文也是 《元史·儒学传》以及诸
多明清史籍相关记述的蓝本：“胡云峰炳文，字
仲虎，婺源人……幼嗜学，年十二夜读不辍……
既长，笃志朱子之学。上溯伊洛，凡诸子百氏阴
阳医卜星历术数，靡不推究。四方学者云集，尝
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其族子淀为建明经书院，
以馆四方来学之士。炳文归署山长，为课试以训
诸生，成材者多。”胡炳文的讲学地点主要在婺
源乡里的明经书院，与陈栎依托私塾的情况略有
不同，但刻苦讲学的精神则完全一致。在与江西
名儒吴澄的通信中，胡炳文描述了自己在明经书
院的讲学情况，“每岁正月之首，人事往还数日，
十二月之尾有事于先，大率三百六旬，暇不过十
余日。孜孜矻矻，相与讲求经学，旦夕不辍，寒
暑不渝。”［２３］１：３－４一年当中休息的时间不过十几天
而已，极为勤勉。胡炳文的著述也同样宏富：
“炳文集诸说参正，作 《易本义通释》，而于朱子
所注 《四书》用力尤深。馀干饶鲁之学，本出于
朱子，而其为说多与朱子抵牾，炳文深正其非，
作 《四书通》，凡辞异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辞同
而意殊者，析而辨之，往往发其未尽之蕴。于
《性理》三书、朱子 《启蒙》、 《易》五赞，皆有
《通释》行世。《春秋》尝为 《集解》，礼书皆有
《纂述》……又有 《大学指掌图》、 《四书辨疑》、
《五经臆意》、《纯正蒙求》、《尔雅韵语》、《云峰
笔记》、《讲议》二百篇，《文集》二十卷。东南
学者因其所自号，称云峰先生。”［１３］卷７１，１３－１４这些

著作，除了具有明显的 “理学教科书”的特点之
外，还有着鲜明的 “尊崇朱子”的立场。胡炳文
自述，自己 “殚五十年心力”，用功于 《四书》
和 《周易》等书， “不过发明朱子之说”而
已。［２３］卷１，６又认为 “我辈居文公乡，熟文公书，
自是本分中事”。［２３］卷１，１１

或许正因为如此，注重理学内部义理演进的
明清学术史著作，对胡炳文的评价并不很高。明
代宋濂主持编撰的 《元史·儒学传》，对胡炳文
的介绍仅附属于胡一桂之下。［２４］卷１８９，４３２２晚明冯从
吾的 《元儒考略》对胡炳文的记述也颇为简
略。［２５］卷２，１４清人黄宗羲、全祖望的 《宋元学案》
将胡炳文列入 “介轩学案”之中，认为这一系的
学术已 “渐流为训诂之学”。［２６］卷８９，２９７０实际上，在
《宋元学案》中，陈栎所得到的评价也同样不高。
全祖望在 《沧洲诸儒学案序录》中认为，陈栎等
人只在 “下中之士”的行列。［２６］卷６９，２２５８相比之下，
元代末期的徽州儒者郑玉所得到的评价要高得
多，《宋元学案》为郑玉设立了 《师山学案》的
专章，并认为在元代的理学中，郑玉是继吴澄之
后，进 行 “和 会 朱 陆 ” 工 作 的 重 要 学
者。［２６］卷９４，３１２５显然，《宋元学案》看重的是学者在
理学内在逻辑中的 “理论”贡献。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羽翼程朱理学的
正统出发，所得到的评价则会颇不相同。盛清时
期名宦朱轼 （１６６５－１７３６）主持编撰了一部颇具
正统色彩的学术史 《史学三编》，在 《名儒传》
的元代部分收录儒者１１人，其中北人、南人各
具其半，在６名南方儒者中，陈栎、胡炳文均赫
然在列，且是徽州地区唯一入选的儒者。该书评
价陈栎 “因科举废”而 “发愤于圣人之道”，有
丰伟之功。而胡炳文对于 《易》和 《四书》的研
究，洽合程朱之旨，“自程朱后解 《易》数十家，
独云峰最为精切，其 《四书》亦比诸家为善。虽
未得措之经国大业，而羽翼正道，确遵朱子，用
启后学，功岂小哉。”［２７］卷８，１７、２２ 《史学三编》的评
价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陈栎、胡炳文的贡献，并
不在于沿着理学内部路径进行义理上的发明，而
在于笃遵朱子学的基本原则，对之进行解读和阐
释，并将之在徽州地方社会广泛传播。

结　语

在宋明以降的徽州区域社会中，理学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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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局面的形成，有
着自身的历史演变轨迹。在两宋时期，道巫传统
和佛教文化曾经分别是主导性的徽州地域文化。
北宋显赫的聂冠卿家族以及普通的学道者郑八
郎，分别从精英和大众的层面，显示了北宋时期
当地的道师传统和巫见之风。大约在五代时期传
入徽州的佛教，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传播和涵化时
期，才在南宋发生全面的影响。不仅各类地方信
仰均经历了明显的佛教化转型，而且新兴的科举
士大夫也与佛教发生了密切的关联，他们往往依
托佛寺准备科举，在科举成功之后，也对礼佛满
怀热情，他们并不认为佛教与 “吾儒之道”有什
么矛盾。从南宋中期开始，徽州士人如程洵、滕
璘等人，因为与朱熹有乡、亲之谊，有机会率先
了解理学的思想。但总体而言，直到朱熹去世之
前，理学对徽州士大夫的影响仍比较有限。在南
宋的后期，随着朱熹身后的政治地位得到尊崇，
理学逐渐走向正统，徽州士大夫对理学的熟悉程
度也逐渐加深。元代之后，随着科举的停开，原
先的业儒者当中，有不少转型为长期执教乡村的
师儒，其中也不乏如陈栎、胡炳文这样才识卓越
的儒者。他们面向大众，通过对朱熹理学著作的
不断注解、训释和编辑，使得理学在地方社会中
广泛传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理学才真正成为
当地具有主导性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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